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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质性技术冲击对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

动态影响与福利分析

甘天琦 周宗钰 张康宁 谌仁俊*

摘要：加速推进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是落实新发展阶段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要

求，是促进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协同共进、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推动经济转型升级

的重要抓手。本文构建了一个包含五部门的封闭经济一般均衡模型，模拟在总量

控制、碳税、目标强度三种不同环境政策情景下，中国宏观经济和生态环境质量对

生产技术、政策强度、减排创新技术冲击的动态效应，并构建社会福利函数，对比了

不同冲击下，减污降碳政策对中国居民福利损失的差异。研究结果表明：在中国增

加适当强度的环境政策可以达到协同增效的目的，表现为经济增长、大气污染物下

降和碳储量持续降低，同时“降碳”效应优于“减污”效应。总量控制情景下经济产

出应对外生冲击的表现更好，碳税政策情景下减污降碳的协同效应更为显著。在

总量控制情景下，最终品生产技术冲击对能源消费市场产生结构效应，而在碳税和

目标强度两种政策情景下的结构效应并不明显。通过社会福利函数考察居民在三

种政策情景下的社会福利水平，三种政策情景社会福利由高到低依次为：总量控

制、目标强度、碳税政策。基于研究结论，本文建议现有环境治理体系应从“分而治

之”向“合而治之”转变，环境治理政策应从“强约束”向“软激励”转变，环境治理手

段应从“末端治理”向“源头管控”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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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过去几十年，温室气体排放逐渐增加，与应对气候变化、生态文明建设和生物多样性的冲

突日益严重，给人类可持续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威胁，努力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和减少温室气体

排放已经成为世界共识和全球大势（甘天琦，2023）。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第六

次评估报告显示，2011—2020年，全球平均气温上升约 1.09℃，其中由人类活动造成的约为

1.07℃，极端气候事件的爆发将在未来更加频繁（Wang et al.，2023）。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2023年中国的碳排放量累计126亿吨，约占全球碳排放量的33.70%，排名世界第一①。为积极应

对气候变化，习近平总书记于2020年9月在联合国大会上承诺“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
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②，这一重要宣示为我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和实

现绿色低碳发展提供了方向指引，同时为全球碳减排事业作出了大国表率。

与此同时，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在

2022年全球环境绩效指数（EPI）评估中，中国在180个国家中排名第160位。全国373个地级

及以上城市中，仅74.6%的城市PM2.5平均浓度达标③，环境污染给中国每年带来的经济损失约

占当年GDP总量的8%~15%（杨冕等，2020），由环境污染引发的健康损失也成为社会各界关

注的焦点（Gehrsitz，2017），环境污染防治与实现“双碳”目标的双重挑战对探索建立协同防治

体系和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十四五”时期，中国生态文明建设进入以降碳为重点战略方向、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

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实现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由量变到质变的关键时期。党的二

十届三中全会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必须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

系，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积极应对气候变化，要完善生态文明基础体制，健全生态环

境治理体系，健全绿色低碳发展机制。为减少减污降碳的政策实施成本，达到经济增长、污染减

少与碳排放量降低的“三赢”局面，全局考量减污降碳协同效应、规避单个减排政策失效的风险，

生态环境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七部委于2022年6月印发《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实施方

案》，明确了重点推进大气污染物排放及碳排放协同控制、开展全域减污降碳协同创新的工作目

标。为此，本文构建了一个包含家庭部门、能源生产部门、最终品厂商部门、政府部门和环境部

门的封闭经济模型，系统地分析了减污降碳协同效应的动态路径、模拟不同政策对“减污”“降

碳”和“增效”的协同效应，为我国经济增长、环境治理及实现“双碳”目标提供参考。

①资料来源：《国际能源署（IEA）报告》，https://epi.yale.edu/epi-results/2022/component/epi。

②人民日报：《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打赢低碳转型硬仗》，2021年4月2日。

③资料来源：《国务院关于2022年度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的报告》，https://www.mee.gov.cn/

ywdt/hjywnews/202305/t20230506_102913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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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献综述

1994年由联合国主导、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共同签署并正式生效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

架公约》奠定了气候治理的核心机制和权威性规范载体的基础。2005年《京都议定书》生效

后，对主要工业发达国家的温室气体排放做出了强制性的约束；2015年通过的《巴黎协定》对

2020年后全球气候变化行动作出了统一安排，目前共有194个缔约国，应对气候变化由“自上

而下”的全球减排机制向“自下而上”的国家自主贡献国际减排规则转型。自此，污染治理与

碳排放的双重控制已经成为诸多国家治理环境问题的主流，并逐渐形成减污降碳“合而治之”

的治理理念（易兰等，2022）。
目前学术界对于单边的减污效应和降碳效应的研究成果颇为丰厚，现有的环境法规和碳

减排政策也更加侧重单一的目标（李江龙、韩蓉，2022），但鉴于二氧化碳和大气污染物具有排

放同根、同源、同过程的特征（郭朝先，2021），较为类似的减排机制为由“单向”减排向减污降

碳协同治理的转变带来了可能（李世冉等，2023）。就碳与污染物的排放源而言，IPCC温室气

体排放清单指南的相关信息显示，碳排放主要来源于能源活动与工业生产，而这也是空气污

染物的主要贡献者，证实了两类排放源的共生特征（Ambec & Coria，2021；Gao et al.，2022）。

就治理效果而言，现有的文献已经证实了气候治理政策可以达到协同改善空气质量和减少碳

排放的目标（Shi et al.，2022），同时空气污染防治的政策也带有显著的碳减排效果（Zheng et
al.，2022）。此外，污染与碳排放也具有较为类似的共同因素，现有的研究表明经济发展水平、

技术差异等都会导致不同的污染与碳排放水平，同时人口增长（王正、樊杰，2022）、能源强度

（邓吉祥等，2014）、工业化程度（韩玉军、陆旸，2008）、资源禀赋（王慧等，2022）和监管政策差

异（曾炳昕等，2022）等都会造成污染与碳排放的集聚。

大量基于污染与碳排放的关系的研究提供了二者可实现协同减排的证据。Jiang 等

（2021）通过分析深圳的碳排放和空气污染案例证明了污染与碳排放共治的显著效果；Wei
等（2020）强调，通过气候变化与大气污染治理政策的结合，中国可以实现温室气体和大气

污染物排放的协同减排。但协同效应能否实现取决于环境政策能否改变现有能源消费结

构（Lu et al.，2019）、技术创新水平（Zhang et al.，2017）、资源配置（韩超等，2021；Zimmermann
et al.，2020）等关键性因素。如清洁能源的使用能有效降低能耗强度进而减少空气污染（汤

韵、梁若冰，2018），技术创新能有效促进化石能源转化以缓解气候变化（郭扬、李金叶，

2019），资源的合理配置能改善经济活动中的效率损失从而达到节约能源的目标（唐根年

等，2009）。

《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实施方案》给出了“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具体内涵，即减污降碳协同

增效作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全面转型的总抓手，应实现环境效益、气候效益和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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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多赢。因此，减污降碳的协同效应还应兼顾经济增长（胡萌等，2023）。减污降碳协同增效

的研究由来已久，在环境经济学领域中，环境税与减排补贴（Bovenberg & Mooij，1994）、碳税与

碳补贴（Acemoglu et al.，2012）、中央环保督察制度（邓辉等，2021）等“自上而下”的命令控制型

环境规制政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早已成为研究热点。然而国外学者对减污降碳政策的研究

无法完全应用于中国，因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并未达到稳态，尚未处于Ramsey模型的“鞍点路

径”上（范庆泉、张同斌，2018），严苛的环境税政策可能造成企业产出增长乏力，导致经济停

滞（丁冠群等，2022），而减排补贴政策则会对环境税的环境保护产生挤出效应（蔡栋梁等，

2019），因此利用外源性减排压力迫使企业实现“自愿式减排”成为发达国家的普遍做法

（Acemoglu et al.，2012）。在我国“双碳”目标的压力下，排污权、用能权、碳排放权交易市场

的相继建立，大大增加了“棕色企业”的自主减排动机，迫使企业加大治污力度、调整能源消

费结构、促进减排技术创新，有效缓解“环境-增长”问题的相容性（董直庆、王辉，2021），也

为我国减污降碳协同增效“自下而上”的有效推进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现有的研究成果为达成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三重目标”提供了经验性的证据，但仍

存在以下可拓展的空间。第一，在研究视角上，现有文献大多仅讨论减污和降碳政策对单

一变量的影响效应，鲜有学者同时探究减污降碳政策对宏观经济和环境质量的影响效果

和内在逻辑。第二，在研究内容上，现有文献均从单一的环境政策出发，测度其对二氧化

碳和大气污染物的协同治理的内在机理，缺乏多种减污降碳政策对中国经济各个系统影

响的全面比较。第三，在研究方法上，现有的统计推断方法和实际数据无法规避对尚未实

施的环境政策或未知的外生冲击进行反事实推演造成的统计偏差，也无法全面测度政策

对中国宏观社会面的动态响应过程。基于此，本文构建了包含环境变量的动态随机一般

均衡模型（DSGE），并将碳税、总量控制及目标强度三种政策情景纳入同一理论框架，以量

化不同政策对经济与环境的动态效应，拓展了传统 DSGE 模型的研究维度。同时，揭示了

总量控制情景下环境政策强度冲击的经济产出表现优越性，以及碳税政策情景下减污降

碳协同增效的显著性，强调了政策工具对外生冲击的异质性反应机制。并且，通过构建条

件福利值函数与消费补偿变化模型，定量评估了三种政策情景对居民社会福利的影响，得

出总量控制情景在社会福利保护方面的最优性结论，为政策设计提供量化依据。

三、模型构建

本文构建的DSGE模型采用封闭经济规则，其中主要包括代表性家庭、能源生产部门、最

终品生产部门、环境部门及政府部门。如图1所示，在模型中，代表性家庭向能源生产部门和

最终品生产部门分别提供劳动、资本以获取劳动报酬和投资收益；能源生产部门以代表性家

庭的部分劳动和资本为生产要素，产出的化石能源供最终品生产部门作为生产要素投入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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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最终品生产部门因消耗化石能源而排放的碳排放及大气污染物则受到政府部门出台的减

污降碳政策的管制，政府的环保治理支出会对生态环境质量起到一定的治理效果，DSGE模型

构建具体①如图1所示：

图1 DSGE模型构建

图1中，家庭部门为政府部门提供个人所得税，并向生产部门（能源生产部门和最终品厂

商）提供劳动和资本，能源生产部门产出化石能源，最终品厂商则使用劳动、资本和化石能源

进行生产，产出用于家庭部门消费，同时最终品厂商在生产过程中向环境部门排放碳和污染

物，向政府部门缴纳对应的环境税收，政府部门则对环境部门进行环境治理。

（一）家庭部门

本文参考相关研究（占华，2018；Gan et al.，2024），假设经济系统中具有同质的无限期生

存的家庭并均匀分布在[0,1]的连续统上，其目的是一生的效用最大化，其效用由消费、劳动及

污染存量决定，则代表性家庭的最大化效用如式（1）所示：

max E0åt = 0

¥ βt(ln Ct -ψ
L

1 + φ
t

1 + φ
- γ ln Zt) （1）

式（1）中，E0 是期望算子，βt 是主观贴现因子，Ct 为代表性家庭在 t 期的消费，Lt 为 t 时期代

表性家庭提供的劳动，Zt 为 t 时期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存量及大气污染存量总和，会对代表性

家庭产生负效用，φ表示Frisch劳动供给弹性系数的倒数，ψ和 γ分别表示劳动和环境质量相

对于消费影响代表性家庭效用水平的系数，代表性家庭的资源约束条件见式（2）：
Ct + It = (1 - μ)Wt Lt +Rk

t Kt - 1 +Γ
E

t +Γ F
t （2）

式（2）中，It 表示 t 时期代表性家庭的投资支出，Wt 为工资收入水平，Lt 为总劳动供给，μ表

示政府对代表性家庭征收的个人税的税率，Rk
t 为资本收益率，Γ E

t 为能源生产部门的生产利

润，Γ F
t 为最终品生产部门的生产利润，Kt 为资本存量，由前一期的资本和当期的投资共同决

①由于本文并未引入通货膨胀和交易摩擦等设定，故为简化模型，同时参考相关研究（魏震昊等，2024；

丁冠群等，2022；杨翱，2022），在模型中并未引入金融部门，仅保留与本文主题密切相关的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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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资本存量的动态演化方程见式（3）：
Kt = (1 - σk)Kt - 1 + It （3）

式（3）中，σk 表示为资本折旧率，根据以上所述，本文使用拉格朗日乘数法，构建最大化家庭

消费效用函数，可以得到代表性家庭关于消费、劳动、资本存量的一阶条件如式（4）和式（5）所
示：

ψL
φ

t = (1 - μ)C -1
t Wt （4）

λt = βEt λt + 1[R
k
t + 1 + (1 - σk)] （5）

式（5）中，λt 为家庭部门的边际消费效用，表示每增加一单位财富带来的效用收益。

（二）能源生产部门

为探究能源消费对我国减污降碳政策实现协同增效的动态路径，本文参照周县华和范庆

泉（2016）的做法，将能源生产部门作为DSGE模型的中间品厂商部门，以代表性家庭拥有的

资本及劳动为生产要素，生产出的能源供最终品生产部门作为生产要素进行最终商品生产。

本文的能源生产函数设置如下：

Et(i)=Bt K
E

t (i)αLE
t (i)

(1 - α) （6）
式（6）中，K E

t (i) 为 t 期能源生产企业 i 的资本投入，α为能源生产部门的资本产出弹性，LE
t (i)

为能源生产企业 i 在 t 期的劳动要素投入，Et(i) 为能源生产企业 i 在 t 期的能源产出，Bt 为能

源生产部门的生产技术，其服从AR（1）过程，见式（7）：
ln Bt = ρB ln Bt - 1 + ε

B
t （7）

式（7）中，ρB 为一阶自回归系数，εB
t 为能源生产率外生冲击，服从正态分布即 εB

t ~ N（0，δ2）。

在完全竞争市场下，在能源生产函数的设定下，能源生产企业 i 追求利润最大化，如式

（8）和（9）所示：

max Γ E
t (i)=P E

t Et(i)-Rk
t K E

t - 1(i)-Wt L
E
t (i) （8）

s.t. Et(i)=Bt K
E

t (i)αLE
t (i)

(1 - α) （9）
式（8）中，P E

t 为能源价格。所得一阶条件加总后的能源生产部门资本及劳动的需求方程如式

（10）和（11）所示：

K E
t - 1 = αP E

t Et Rk
t （10）

LE
t = (1 - α)P E

t Et Wt （11）
（三）最终品厂商

最终品厂商的生产要素来自上述能源生产部门生产的能源、家庭提供的劳动及资本作

为生产要素，故本文在郑丽琳和朱启贵（2012）研究的基础上将最终品厂商的生产函数设置

见式（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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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t(i)=At K
F

t (i)θ LF
t (i)ωEt(i)

1 - θ -ω （12）
式（12）中，Yt(i) 表示最终品厂商的经济产出，θ和 ω分别表示最终品厂商资本和劳动的产出

弹性，Et(i) 为企业 i 在 t 时期消耗的化石能源。 At 表示最终品厂商的生产技术关于碳储量

Xt 的二次损减函数，参照Sneerionger（2009）的设定，具体表现见式（13）：
At = [1 - d3(d0 + d1Xt + d2 +X 2

t )]αt （13）
式（13）中，d0 、d1 、d2 、d3 均为二次损减函数的系数，αt 表示为企业的生产技术，服从AR(1)
过程，见式（14）：

ln(αt)= (1 - ρα)ln(αss)+ ρα ln(αt - 1)+ ε
α
t （14）

式（14）中，ρα 为生产技术冲击的一阶自回归系数，αss 为最终品厂商生产技术的稳态值，且

εαt ~ N（0，σ 2
m），表示最终品生产技术冲击。

最终品厂商在进行实际生产活动时，排放二氧化碳 e
co2

t (i) 和大气污染物 eP
t (i) ，该类企业

的排放物除与产出线性相关之外，还受到政府部门实施的减污降碳政策 ηt 及企业自身的减排

技术创新水平 Ax
t 的影响，具体表现见式（15）和式（16）：

e
co2

t (i)= (1 - ηt)ω1Yt(i) Ax
t （15）

eP
t (i)= (1 - ηt)ω2Yt(i) Ax

t （16）
式（15）和式（16）中，ω1 和 ω2 分别表示企业未进行任何减排行为后消耗单位化石能源所产生

的碳排放折算系数及大气污染物折算系数，ηt 表示政府实施的减污降碳政策强度，Ax
t 为企业

自身的减排技术创新水平，ηt 和 Ax
t 均服从AR（1）过程，见式（17）和式（18）：

ln(ηt)= (1 - ρη)ln(ηss)+ ρη ln(ηt - 1)+ ε
η

t （17）
ln(Ax

t )= ρA ln Ax
t - 1 + ε

A
t （18）

式（17）和式（18）中，ρη 和 ρA 分别表示政府的减污降碳政策强度冲击一阶自回归系数和控排企

业的减排创新技术冲击的一阶自回归系数，ηss 表示减污降碳政策强度的稳态值，ε
η

t 为政府减

排政策强度外生冲击，εA
t 为企业减排技术创新水平外生冲击，均服从正态分布 εt ~ N（0，δ2）。

同能源生产部门类似，最终品厂商企业 i 可以自主选择生产要素劳动投入、资本投入以

及化石能源投入。根据“污染者付费”原则，企业需向政府缴纳一定的排放税 τte
co2

t 。在经济

发展初期阶段，我国由于政策执行力度的灵活性而长期实行排污收费制度。然而该制度存在

征收标准低和缺乏减污约束等问题，我国已于2018年按照“税负平移”原则将排污收费制度

改为征收环境税。实证中，也有学者发现目前的环境税收机制对减污和降碳具有显著的协同

效力（张瑜等，2022），故为了简化模型，本文提出以下假设：最终品厂商需缴纳税率为 τt 的排

放税，不需重复支付环境税；因货币政策并非本文研究重点，故企业不需支付因通胀而调整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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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的调整成本；国内厂商生产排放的二氧化碳和大气污染物不流入国外。该类厂商追求其自

身的生产利润最大化如式（19）—（20）所示：

max Γ F
t (i)= Yt(i)-Wt L

F
t (i)-Rk

t - 1(i)K
F

t - 1(i)-P E
t Et(i)- τte

co2

t (i) （19）
Yt(i)=At K

F
t - 1(i)

αLF
t (i)θEt(i)

1 - α - θ （20）
e

co2

t (i)= (1 - ηt)ω1Yt(i) Ax
t （21）

则有最优劳动投入、资本投入、化石能源投入的需求方程加总后如式（22）—（24）所示：

LF
t = ω[Yt - τte

co2

t ] Wt （22）
K F

t - 1 = θ[Yt - τte
co2

t ] RK
t （23）

Et = (1 - θ -ω)[Yt - τte
co2

t ] P E
t （24）

（四）环境部门

为探究我国环境政策对减污降碳是否可以达到协同增效的效果，本文在蔡栋梁等（2019）
的基础上将影响环境质量的单一指标拓展为碳储量 Xt 和污染存量 Qt ，具体见式（25）和式

（26）：
Xt = (1 - σx)Xt - 1 + 0

1

e
co2

t (i)d(i) （25）
Qt = (1 - σQ)Qt - 1 + 0

1

ePM
t (i)d(i)- ζρGt(i) （26）

式（25）和式（26）中，Gt 表示政府的财政收入，在系统均衡时财政收入等于财政支出，σx 和 σQ

分别为生态环境本身对碳储量和大气污染存量的自然降解率，ρ为政府的环境治理支出与政

府财政支出的比例，ζ 为环境治理所减少大气污染存量的系数。

（五）政府部门

本文并未在DSGE模型中引入金融部门、货币、粘性价格等设定，金融和价格因素并非本

文研究重点，因此政府部门并未设置货币政策。假设政府对经济体系及生态环境的宏观调控

分为减污降碳政策、财政政策。在减排行政政策层次，为减少减污降碳的政策实施成本、全局

考量减污降碳协同效应，参照Annicchiarico和Dio（2015）及丁冠群等（2022）的做法，将减污降

碳政策分为4个情景：

1.无政策情景

政府不向控排企业征收排放税及设置总量控制的排放上限，此时碳排放成本为0，企业不

承担额外的成本，即 τte
co2

t (i) =0。
2.总量控制情景

政府向纳入碳交易市场的控排企业设置排放上限 elim
t ，使得 e

co2 = elim 。此时 τt 表示政府

向企业出售排放许可证的价格，是内生决定的。排放上限 elim
t 服从AR（1）过程，如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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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n elim
t = (1 - ρelim)ln(elim

ss )+ ρelim ln elim
t - 1 - ε

elim
t （27）

式（27）中，elim
ss 为政府为企业排放设置的初始上限值，ρelim 为企业排放上限的一阶自回归系

数，εelim
t 为排放上限外生冲击，服从正态分布 εelim

t ~ N（0，δ2）。

3.碳税政策情景

鉴于中国经济的发展与环境之间的关系，碳补贴可能对政府的环保治理支出起到挤出效

应，弱化减污降碳政策的实际效果，故暂不考虑碳补贴情景。当前情景下，政府向纳入碳交易

市场的控排企业征收税率为 τt 的税收，该税收的目的在于倒逼企业将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挂

钩，从而降低碳排放，τt 服从AR（1）过程，见式（28）：
ln τt = (1 - ρτ)ln(τss)+ ρτ ln τt - 1 - ε

τ
t （28）

式（28）中，ρτ 为碳税冲击的一阶自回归系数，τss 为碳税税率的稳态值，ετt 为碳税外生冲击，

服从正态分布 ετt ~ N（0，σ2）。

4.目标强度政策情景

当前情景下，政府部门规定了控排企业的碳排放强度，同时对企业发放排放许可证以限

制企业的碳排放。政府对控排企业设定单位产出的碳排放强度为 υ，则有式（29）：
e

co2

t (i)= υ ´ Y (i) （29）
同时以 τ 的价格向企业出售排放许可证。

此外，为简化模型设定，在财政政策中，政府的收入来自家庭部门的劳动报酬和企业部门

的排污税，具体见式（30）：
Gt = μWt Lt + τt0

1

e
co2

t (i)di （30）
（六）市场出清和均衡

在市场均衡时，系统中的所有市场均同时达到出清状态，即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商品

市场出清，出清条件分别见式（31）、式（32）、式（33）：
Lt = LE

t + LF
t （31）

Kt =K E
t +K F

t （32）
Yt =Ct + It + Gt （33）

四、参数的校准与估计

（一）参数的校准

为使DSGE模型的模拟结果能更真实反映现实我国环境政策的政策效应，本文参照已有

文献以及中国实际宏观数据校准模型中的静态参数。本文模型将资本存量拆分为能源生产

部门及最终品厂商部门，依据能源工业固定资产投资份额与中国社会总固定资产投资份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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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重分别对两类部门资本产出弹性系数校准为 α =0.41、θ =0.49；参考孙宁华和江学迪（2012）
的设定，将劳动产出弹性系数 ω校准为0.349；参考郑丽琳和朱启贵（2012），将二次耗损函数

的系数 d0、d1、d2、d3 分别校准为1.3950e-3、-6.6722e-6、1.4647e-8和1；参考Corsello和Landi
（2019）将劳动供给弹性系数 φ校准为0.5，同时根据（4）式劳动供给方程将劳动对家庭效用的

影响系数 ψ 反推，结果为 ψ =4.5125；参考朱军（2015），将碳储量对家庭效用的影响系数校准

为0.7；参考Anelí等（2020）、范庆泉和张同斌（2018）、丁冠群等（2022）、周县华和范庆泉（2016）
的做法，分别将消耗单位化石能源的碳排放系数 ω1 、消耗单位化石能源的大气污染物排放系

数 ω2 、环境对二氧化碳的自然降解系数 σx 及环境对大气污染物的自然降解系数 σQ 校准为

1、0.7、0.0021、0.1；参考蔡栋梁等（2019）的做法分别将政府环境治理支出占政府总支出的比

重 ρ、政府环境治理所减少大气污染存量的系数 ζ 校准为0.03、1.16。各静态参数校准结果如

下表1：
表1 参数校准结果

参数

β

δk

α

θ

ω

d0

d1

d2

d3

含义

贴现率

折旧率

能源生产部门资本产出弹性

最终品厂商资本产出弹性

劳动产出弹性系数

二次损减函数常数项

二次损减函数一次项

二次损减函数二次项

二次损减函数系数

参数值

0.975
0.025
0.41
0.49

0.349
1.3950e-3

-6.6722e-6
1.4647e-8

1

参数

φ

ψ

Xt

ω1

ω2

σx

σQ

ρ

ζ

含义

劳动供给弹性系数

劳动对家庭效用的影响系数

碳储量对家庭效用的影响系数

消耗单位化石能源的碳排放系数

消耗单位化石能源的大气污染物排放系数

环境对二氧化碳的自然降解系数

环境对大气污染物的自然降解系数

政府环境治理支出占政府总支出的比重

政府环境治理所减少大气污染存量的系数

参数值

0.5
4.5125

0.7
1

0.7
0.0021

0.1
0.03
1.16

（二）贝叶斯估计

本文通过校准将模型中的静态参数赋值，但仍然存在许多一阶自回归系数需要使用实际

统计或观测数据对参数进行估计，从而获取较为精准的估计值。鉴于此，本文选取《中国统计

年鉴》1992年第1季度至2017年第4季度中国名义GDP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作为模型的观

测变量，利用GDP平减指数得到数据的实际值，使用HP滤波消除数据中的趋势项并进行季节

调整。设定各外生变量的一阶自回归系数服从Beta分布，随机冲击的标准差服从Gamma分
布。表2展示了三种政策情景模型参数贝叶斯估计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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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三种政策情景模型参数贝叶斯估计结果

参数

ρB

ρa

ρη

ρ
Ax

ρeco2

ρτ

εB

εa

ε
Ax

εη

εeco2

ετ

先验均值

0.9
0.9
0.9
0.9
0.9
0.9

0.01
0.01
0.01
0.01
0.01
0.01

总量控制情景

后验均值

0.8879
0.9349
0.8754
0.9733
0.8557

—

0.0047
0.0127
0.0218
0.0049
0.0062

—

90%置信区间

0.8387
0.9255
0.8646
0.9577
0.8444

—

0.0014
0.0041
0.0174
0.0026
0.0023

—

0.9241
0.9472
0.904

0.9864
0.8719

—

0.0082
0.0216
0.0276
0.0072
0.0106

—

碳税情景

后验均值

0.9266
0.8924
0.9195
0.9054

—

0.9028
0.0071
0.0398
0.0076
0.009
—

0.0196

90%置信区间

0.8933
0.8747
0.9041
0.8624

—

0.8828
0.0012
0.0301
0.0015
0.001
—

0.0011

0.964
0.9173
0.9416
0.9516

—

0.9195
0.0151
0.0471
0.0154
0.0179

—

0.0737

目标强度情景

后验均值

0.9226
0.8853
0.9274
0.9081

—

—

0.0058
0.0428
0.0095
0.0046

—

—

90%置信区间

0.9117
0.8602
0.9155
0.8715

—

—

0.0014
0.0398
0.003

0.0025
—

—

0.9318
0.9064
0.9332
0.9441

—

—

0.0088
0.0461
0.0232
0.0075

—

—

五、模拟结果分析

首先，本文通过构建包含环境质量的DSGE模型模拟中国宏观经济、生态环境质量在总

量控制、碳税、目标强度三种不同环境政策情景下，对于能源生产技术、最终品生产技术、环境

政策强度、减排创新技术四种外生冲击的脉冲响应。其次，通过方差分解分析不同政策情景

下各相关变量对不同外生冲击的分解特征。最后，通过构建社会福利函数分析对比不同外生

冲击下，政府选择的减污降碳政策对中国居民福利损失的差异。为体现出模型对比三种政策

情景对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差异的精确性，将三种政策情景的稳态值设为相同值。

（一）脉冲响应分析

图2—5表示为在总量控制、碳税、目标强度三种不同情景下产出、消费、投资等各变量对

一单位标准差外生冲击的动态响应过程。其中，横轴表示以季度为单位的模拟期数；纵轴为

变量偏离稳态的百分比。

1.生产技术冲击

图2和图3结果显示，中国宏观经济和环境质量在受到一单位正向的能源及最终品生产

技术冲击在总体上呈现相似的响应趋势。在碳税和目标强度情景下，随着生产技术的提升，

能源生产部门的产量上升，最终品产厂商对能源要素需求增加，据能源工业固定资产投资份

额数据，能源生产部门及最终品产商为资本密集型企业，厂商对资本的需求大于对劳动的需

求，随着资本的不断投入，资本与劳动的边际替代率逐渐提高，因此劳动在短期内迅速上升后

逐渐趋于稳态；由于经济产出及劳动的迅速上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提升，居民可以通过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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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投资和储蓄来提升自身的效用；在总量控制情景中，个体行为的消费、投资、劳动和持有

的资本均在短期内呈现负向响应。这是由于在总量控制情景下，减污降碳政策强度及减排技

术创新水平为固定值，因此碳排放、大气污染物排放均由最终品厂商的产出决定。观察最终品

产出方程可知，技术的进步导致传统要素需求的减少，所以市场均衡时呈现出劳动、投资下降的

结果；总量控制情景中的能源产出在能源生产技术进步时呈现正向响应。在总量控制情景下，

最终品厂商的产出无法扩大，但能源生产技术的进步导致能源产出的增长和能源价格的降低，

最终品厂商将调整生产要素投入结构，扩大能源投入以降低生产成本；最终品厂商生产技术进

步时，能源产出呈现负向响应，这是因为总量控制情景下最终品厂商生产技术的进步同样降低

了能源需求，能源产出随之降低。在生态环境方面，当期的碳排放及大气污染物排放因产出的

增加而迅速增加，碳储量居高不下，而大气污染存量则因政府环境治理呈现“驼峰状”趋势且慢

慢趋于平稳。

图2 能源生产技术冲击

2.环境政策强度冲击

据模拟结果图4所示，较已有文献的结论有所不同，政府构建的减污降碳政策、行政法规

体系在经济和环境质量并非“对立面”。总体而言，在一单位标准差正向政策强度冲击下，我

国环境质量显著提升，且经济并未出现“预期”的下降。在三种政策情景下，我国经济和环境

质量均出现不同程度的“协同效应”，但总量控制情景显著不同于碳税情景及目标强度情景。

具体而言，在总量控制情景下，政策强制固定了企业的排放，控排企业不需配置额外控排成

本，可以加大融资力度获取更多资本及劳动的投入扩大生产，实现“自愿式减排”，从产业结构

的角度分析，代表性家庭在通过投入大量劳动和资本获得丰厚的经济回报后，往往倾向于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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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消费来实现自身效用的最大化，劳动和投资在短期内上升后会迅速下降，消费则呈现出“驼

峰状”的变化趋势，并最终趋于稳定。这表明，代表性家庭的决策行为对于总量控制情景并没

有显著的影响。在碳税和目标强度情景下，控排企业迅速响应政府的减污降碳政策，环境质

量因企业排放的严格限制而显著提升，企业排放的降低意味着向政府缴纳的碳税或排放许可

证成本降低，短期内实现经济的增长。

图4 环境政策强度冲击

3.减排创新技术冲击

中国经济和环境质量对一单位标准差正向减排技术冲击下的动态响应如图 5所示。总

图3 最终品生产技术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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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而言，相比政府层面提升环境政策强度的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对减污降碳产生短期的协

同效应，控排企业自身减排创新技术的提升对于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影响更为长远，即减

排技术创新有效降低当期的碳排放、大气污染物排放，使碳储量和大气污染存量呈现负向

增长。同上述3种冲击类似，总量控制情景下的经济对于外生冲击的脉冲响应更为显著，而

碳税情景和目标强度情景在改善环境质量方面更为突出且前者的改善程度稍微优于后

者。具体而言，在总量控制情景下，减排创新技术冲击对经济有着非常显著且长远的正向

促进作用，企业因自身减排技术创新的提升，短期内对代表性家庭的劳动、投资需求陡然上

升，在第10期之后，控排企业完成产业升级，由劳动密集型的“粗放式”生产模式转型为资本

密集型“精细加工”的生产模式；在减排技术创新的推动下，碳税情景中环境质量的改善显

得尤为理想。碳排放量的减少致使企业所需缴纳的碳税相应降低，使得企业能够将更多资

源投入经济产出中，从而改善财务状况。同时，政府通过环境专项治理获得了更多的税收，

能够投入更多资金用于环境治理，为减污降碳的协同治理提供了坚实的财政支持。因此，

减排技术创新不仅促进了环境质量的提升，还通过降低碳税、增加经济产出和提高环境治

理支出，为实现环境与经济的双赢提供有力保障。在目标强度情景下，宏观经济变量和家

庭决策变量与碳税路径相似，但从长期的环境质量来看，目标强度情景的治理效果介于总

量控制和碳税之间。

图5 减排创新技术冲击

（二）方差分解

方差分解（Variance Decomposition）考察了模拟期数内不同外生冲击对相关变量偏离稳态

波动的贡献程度，从中可以确定各种外生冲击对研究变量影响力的权重。表3为三种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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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情景下各类外生冲击对于中国经济和环境质量的方差分解。

表3 三种政策情景下各类外生冲击对各变量的方差分解

情景

总量控制

碳税

目标强度

变量

产出

消费

投资

资本

劳动

碳排放

污染排放

碳储量

污染存量

产出

消费

投资

资本

劳动

碳排放

污染排放

碳储量

污染存量

产出

消费

投资

资本

劳动

碳排放

污染排放

碳储量

污染存量

能源生产
技术冲击

1.33e-20
0.013
0.059
0.018
0.067

8.56e-19
8.56e-19
1.06e-18

0.015
1.813
0.459
2.302
0.890
2.574
1.304
1.304
0.579
0.646
0.076
0.089
0.061
0.086
0.055
0.074
0.074
0.097
0.085

最终品生产
技术冲击

6.46e-18
8.360

20.157
10.237
21.778

4.15e-16
4.15e-16
1.42e-16

8.465
97.964
98.471
94.045
97.162
93.387
70.490
70.490
86.331
84.671
99.906
99.838
99.887
99.845
99.895
98.157
98.157
99.178
98.535

环境政策
强度冲击

98.419
91.064
76.173
88.919
74.058

8.66e-15
8.66e-15
8.71e-15
13.274
0.012
0.044
0.197
0.081
0.219

27.191
27.191
12.142
13.669
0.019
0.072
0.052
0.069
0.049
1.757
1.757
0.719
1.370

减排创新
技术冲击

0.025
0.010
0.053
0.014
0.060

9.50e-19
9.50e-19
1.67e-18

0.003
0.000
0.003
0.005
0.005
0.005
0.863
0.863
0.820
0.852
0.000
0.001
0.000
0.001
0.000
0.011
0.011
0.006
0.010

排放上限
政策冲击

1.555
0.554
3.557
0.812
4.037
100
100
100

78.243
—

—

—

—

—

—

—

—

—

—

—

—

—

—

—

—

—

—

碳税政策
税率冲击

—

—

—

—

—

—

—

—

—

0.211
1.023
3.452
1.863
3.814
0.152
0.152
0.128
0.162
—

—

—

—

—

—

—

—

—

据上表，在总量控制情景下，环境政策强度冲击对产出、消费、投资、劳动、资本的影响显

著大于其他冲击，排放上限冲击对碳排放、污染排放和碳储量的影响程度更大，而两种生产技术

对产出、碳排放等变量影响效果甚微，这也解释了总量控制情景下这几个变量脉冲响应图的波动

幅度过小的特征；在碳税政策情景下，最终品生产技术冲击是影响各变量动态响应的最主要因

素，对产出、消费、投资、劳动和资本的冲击贡献均超过90%，影响相对较小的是环境政策强度冲

击和减排技术创新冲击，经济产出对减排技术创新冲击的方差分解为0；在目标强度政策情景

下，最终品生产技术冲击对各个变量的影响作用最为显著，其余三类外生冲击影响相对较小。

综上所得，总量控制情景下，环境政策强度对经济产出的冲击影响远远高于对环境质量

的影响，生态环境质量对政府设定的排放上限阈值极为敏感。在碳税政策情景和目标强度政

策情景下，各相关变量对最终品生产技术冲击的分解特征显著。

37



（三）社会福利分析

本文为全面考察三种不同政策情景下，短期内实施的减污降碳政策对于社会面的居民效

用影响，使用CV消费补偿变化（Compensating Variation）比较三种政策情景的社会福利差异，

定义代表性家庭的最大化效用函数为社会福利函数，由于效用函数加性可分，社会福利函数

可拆分为三部分，见式（34）：
Weli t =Etå

t = 0

¥

βt + 1(ln Ci t + l -ψ
L

1 + φ
i t + l

1 + φ
- γ ln Zi t + l)=WelC

i t +Wel L
i t +Wel Z

i t （34）
式（34）中关于消费、劳动、污染存量效用函数的Bellman方程可分别写为：

WelC
i t = ln Ci t +WelC

i t + l （35）
Wel L

i t = -ψ
L

1 + φ
i t + l

1 + φ
+Wel L

i t + l （36）
Wel Z

i t = -γ ln Zi t + l +Wel Z
i t + l （37）

以总量控制情景为基准情景1，则三种政策情景的CV消费补偿变化 λC ，可定义为式（38）：
Wel *

i t =Etå
t = 0

¥

βt + 1(1 + λC)ln Ci t + l -Etå
t = 0

¥

βt + lψ
L

1 + φ
i t + l

1 + φ
-Etå

t = 0

¥

βt + l γ ln Zi t + l （38）
则有：λC = exp(Weli t -Wel *

i t)(1 - β)- 1 （39）
将上述值函数使用二阶近似求解后，基准情景与碳税情景、基准情景与目标强度、碳税政

策与目标强度的CV消费补偿变化分别为6.0768e-04、6.0268e-04、-5.0000e-06，则有居民社会

福利由高到低依次为总量控制情景、目标强度情景、碳税情景。这可能是由于总量控制情景

下污染存量可以得到更加有效地控制。此外，该政策可能使得主要经济变量的波动相对平

滑，减小不确定性给居民福利造成的损失。可以认为，基于社会福利分析，最优的政策应当是

总量控制。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通过构建包含环境部门的DSGE模型，从居民社会福利、控排企业生产活动和政府

宏观调控三个维度出发，模拟和对比在总量控制、碳税、目标强度三种政策情景下，中国宏观

经济及生态环境对能源生产技术和最终品生产技术、环境政策强度、减排技术创新四种外生

冲击的动态响应，得到结论如下。

第一，模拟结果显示，在环境政策强度冲击下，短期内中国宏观经济实现增长、大气污染

存量呈“驼峰状”下降趋势，然后趋于稳态。与此同时，碳储量则在模拟期数内一直表现为“发

散”式降低，表明减污降碳政策具有明显的动态变化趋势，减污降碳政策的“降碳”效应优于

“减污”效应，同时也印证了中国增加适当强度的环境政策可以实现减污降碳的协同增效。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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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从偏离稳态的响应程度来看，总量控制情景下的经济产出应对正向外生冲击表现更好，环

境质量对各类外生冲击的分解特征较小；总体上目标强度政策情景与碳税政策情景的各相关

变量的响应趋势类似。然而，在碳税政策情景下，受到正向环境政策强度冲击和减排技术创

新冲击后，减污降碳的协同效应较其他两种政策情景更为显著。第三，在总量控制情景下，最

终品生产技术冲击对能源消费市场产生明显的结构效应，正向的最终品生产技术对能源产出

产生抑制效应，总产出无明显变化，在其他两种政策情景下结构效应并不明显。第四，正向减

排技术创新冲击在三种政策情景下均能实证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其对宏观经济和环境质量均

产生长期的正向调节作用，进一步验证了“波特假说”，即减排技术创新可以实现经济与环境

质量的双赢。第五，通过条件福利水平值函数及消费补偿水平考察社会面居民在三种政策情

景下的社会福利水平，发现总量控制情景的社会福利水平损失最小、目标强度情景其次、碳税

情景福利损失最大。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第一，为推进中国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政府

应建立完善的减污降碳协同控制的行政法规体系、整合改进“分而治之”的单边减污降碳政

策，严格控制立法成本、提高减污降碳“合而治之”的协同防控效率。此外，政府应推行由“强

约束”逐步向“软激励”过渡的命令控制型环境政策，制定合理的激励、补贴政策，避免和预防

控排企业产生“运动式减排”行为，促导企业实现自主减排，兼顾经济增长与环境治理。第二，

在落实“双碳”目标和经济增长的双重压力下，单一的政策情景无法兼顾宏观经济增长和环境

质量改善，我国应采取总量控制、碳税与目标强度并行的组合政策来实现减污降碳的协同效

应。第三，调整产业结构，逐步淘汰高耗能、低产出的陈旧生产设备，抑制新建高耗能、高排放

的工程项目，大力发展新能源，代替煤炭、石油等化石能源成为能源消费增量的主体，通过调

整产业结构和优化能源消费市场来实现二氧化碳和大气污染的协同治理，推动环境治理由

“末端治理”向“源头管控”的有效转变。第四，在外源性减排压力下，我国应激励控排企业完

成自身技术创新升级，并给予适当力度的技术补贴，降低排放缴纳税率，推广减排技术的应用

场景，加大发展和突破减排技术创新力度，培养能源环境领域的科技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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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ccelerating the synergy of pollution reduction and carbon reduction is a fundamental requirement for im-

plemen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n the new development stage, and it is an important tool for pro-

moting the synergy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mproving the efficiency of resource utili-

zation, and promoting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closed economy general equi-

librium model with five sectors to simulate the dynamic effects of China's macroeconomic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quality on the shocks of production technology, policy intensity, and emission reduction innovation technology under

three different environmental policy scenarios: total control, carbon tax, and target intensity, and constructs a social

welfare function to compare the differences in the welfare loss of Chinese residents under different shocks of the poli-

cy of pollution reduction and carbon reduction.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show that: increasing the appropriate intensity

of environmental policies in China can achieve synergistic efficiency, which is manifested in economic growth, declin-

ing air pollutants and decreasing carbon stocks, and the“carbon reduction”effect is better than the“pollution reduc-

tion”effect. The effect of“carbon reduction”is better than the effect of“pollution reduction”. Under the aggregate

control scenario, economic output responds better to exogenous shocks, and the synergistic effect of pollution reduc-

tion and carbon reduction is more significant under the carbon tax policy scenario. In the aggregate control scenario,

final goods production technology shocks have a structural effect on the energy consumption market, while the struc-

tural effect is not obvious in the carbon tax and target intensity policy scenarios. The social welfare function examines

the level of social welfare of residents under the three policy scenarios, and the social welfare of the three policy sce-

narios, in descending order, is as follows: total control, target intensity, and carbon tax policy. Based on the conclu-

sions of the study, this paper suggests that the existing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system should be changed from“di-

vide and rule”to“combine and rule”, and the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policy should be changed from“hard con-

straints”to“soft incentives”, and the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policy should be changed from“hard constraints”to

“soft incentives”.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policies should be changed from“hard constraints”to“soft incentives”,

and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means should be changed from“end-of-pipe”to“source control”.

Keywords: Carbon Reduction and Pollution Reduction; Synergistic Efficiency Enhancement; DSGE Model; Policy

Simulation; Benefits Analysis

JEL Classification: Q40, Q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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